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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　 提高劳动收入份额对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促进平衡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本文从人力资本扩张导致高技能劳动者增加的角度为制造业劳动收入份

额变化提供了新解释，利用中国大学扩招的准自然实验，构造三重差分模型识别

技能型劳动供给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关系。 结果发现，大学扩招带来的高

技能劳动者供给增加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这种负面影响在低融资约

束企业、资本品进口增长较多地区、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出口企业中更

为强烈。 此外，我们还构造资本技能互补理论模型解释了其中的作用机制，证明

大学扩招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和资本品进口的增加，造成资本对劳动的替

代，降低了技能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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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和文献综述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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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而居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则是不平衡发展

的一个重要体现。 为此，十九大报告强调“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

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①。 相比于资本报酬，劳动报

酬具有更平等的收入分配特征（皮凯蒂，２０１４，中译本），因此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

配中的比重，对于减少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格局以及推动平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１９９５ 年以来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呈持续下降趋势，直

到 ２００８ 年以后才有所缓解（白重恩和钱震杰，２００９；文雁兵和陆雪琴，２０１８），这引发

了学术界广泛讨论。 已有研究从产业结构（罗长远和张军，２００９；周茂等，２０１８）、市场

垄断（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贸易开放（余淼杰和梁中华，２０１４）和技术进步（黄先海

和徐圣，２００９）等多个角度对此提供了解释。 与此同时，１９９５－２０１０ 年中国大学毕业生

人数从 ８０ 万增加到 ５８０ 万，人力资本出现大幅提升，为国内经济增长带来了巨大的人

才红利。 那么，人力资本积累到底如何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目前鲜有文章对此问题展

开系统分析。
为定量评估人力资本扩张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关系，本文使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中

国工业企业数据，借助 １９９９ 年大学扩招的准自然实验，利用省份扩招规模差异、行业

技能强度差异和时间差异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进行经验分析。 研究结果发现，大学扩招

显著降低了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在经过一系列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十分稳健。 相

关异质性分析表明，大学扩招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在融资约束较小的企业、资
本品进口增长较多的地区、非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出口企业中表现更为强烈。
我们还进一步分析了这一影响的作用机制，并从理论和经验两方面验证了人力资本扩

张会从两个渠道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一方面，由于物质资本－技能互补性，企业采用

技能互补性技术的收益提高，从而引致技能互补型和资本体现式（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ｍｂｏｄｉｅｄ）技
术进步（Ｓｏｌｏｗ， １９６０；Ｈｕｌｔｅｎ，１９９２），促使企业更新设备、提升技术（Ｃｈｅ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８；Ｃａｒｎｅｉｒｏ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最终低技能劳动者被机器取代；另一方面，高技能劳动者

相对供给增加导致工资的技能溢价下降。
已有关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化的文献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产业结构变化（结

构影响）角度。 这类文献聚焦于中国总体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其中，白重恩和钱震

杰（２００９）与罗长远和张军（２００９）认为，由于农业部门的劳动份额高于非农业部门，中
国经济在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整体劳动份额的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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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等（２００９）、龚刚和杨光（２０１０）以及刘亚琳等（２０１８）论述了劳动收入份额变动

的 Ｕ 型规律，其中李稻葵等（２００９）基于国际经验得出了劳动份额与人均 ＧＤＰ 的 Ｕ 型

规律，提出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收入份额会先减少后增加。
另一类是从部门内部因素（产业影响）角度。 除上述产业结构的重要作用外，部

门内部劳动份额的变化也会影响总体劳动份额的变动。 事实上，Ｋａｒａｂａｒｂｏｕｎｉｓ ａｎｄ
Ｎｅｉｍａｎ（２０１４）指出，全球范围内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主要是由行业内的变化而非行

业结构的变化造成的。 一批文献从技术进步视角分析了中国工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

变化的原因（文雁兵和陆雪琴，２０１８；周茂等，２０１８）。 其中，黄先海和徐圣（２００９）通过

构建理论模型将劳动收入份额变化分解为乘数效应、资本深化和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

３ 个方面，并通过经验分析发现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是导致 １９９０－２００６ 年中国制造业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首要原因。 在此基础上，陈宇峰等（２０１３）提出偏向性技术进步

决定了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的长期趋势，垄断利润率则是影响其短期变化的主要原

因。 影响工业行业内部要素收入份额的另外一类原因是制度因素，包括市场垄断（白
重恩等，２００８；白重恩和钱震杰，２０１０）、融资约束（罗长远和陈琳，２０１２）、劳动力保护

（魏下海等，２０１３；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及贸易开放（唐东波，２０１１；余淼杰和梁中华，
２０１４）等。

综合来看，已有研究没有考虑近年来中国人力资本急剧扩张发挥的重要作用。 另

外，现有文献虽然涉及（偏向性）技术进步的影响，但大都将技术进步作为外生条件，
因此无法解释技术进步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①。 相比之下，本文的贡献主要在以下

方面：首先，首次系统分析了人力资本在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中的重要作用，从人力

资本积累视角为中国制造业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提供了新解释，并通过构建三重差分

模型，提供了严谨的因果识别方法，这是以往关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经验研究中相

对缺乏的。 其次，引入资本－技能互补假说，为理解内生的偏向性技术进步提供了量

化方式（Ｋｒｕｓ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深入认识了引致性技术进步（ｉｎｄｕ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ｈａｎｇｅ）
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 最后，丰富了关于中国大学扩招影响的研究。 关于大学扩招

的研究往往关注其对就业、技能溢价等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吴要武和赵泉，２０１０；邢春

冰和李实，２０１１；邢春冰，２０１３；吴要武和刘倩，２０１４；马光荣等，２０１７；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或从企业层面分析其对企业生产率和出口的影响（Ｃｈｅ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８；毛其淋，２０１９；
周茂等，２０１９），本文则重点关注大学扩招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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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一个例外是张莉等（２０１２）从国际贸易视角分析了偏向性技术进步的来源及其对要素收入份额的影响。



后文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大学扩招的背景与事实；第三部分介绍数据来源、
变量定义和经验研究方法；第四部分展示基准回归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从理

论和经验两方面分析了大学扩招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并进行异质性分析；
最后是全文总结。

二　 背景与事实

为适应经济发展、扩大内需及缓解就业压力（李岚清，２００４），中国高校于 １９９９ 年

开始大规模扩招。 根据图 １ 所示，１９９４－１９９８ 年，中国高校录取人数的增速非常缓慢，
年均不足 ５％ ；而随着招生规模扩大，１９９８－１９９９ 年高校录取人数从 １０８ 万人增加到了

１５５ 万人，增幅超过 ４０％ ，并在其后数年里一直保持高速增长，２０１０ 年高校录取人数

已超过 ６６０ 万。

图 １　 １９９４－２０１０ 年中国大学历年录取和毕业人数

说明：数据来自 １９９５－２０１１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左侧虚线划分了大学扩招的时间点，右侧

虚线划分了扩招后首批本科毕业生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点。

高校录取扩张随之而来的是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增加，按照 ４ 年制大学本科推算，
扩招后录取的大学生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大量涌向就业市场。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 年中国大学毕业

生人数出现显著增加，增幅超过了 ４０％ 。
大学扩招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各省份扩招规模基于该省在扩招前高等教育供给

能力（规模数量）确定，即在扩招前高等教育资源越丰富的省份，其扩招规模越大（邢
春冰，２０１３）。 图 ２ 给出了各省高等教育毕业人数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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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变化与 １９９８ 年初始值的关系，可以直观分析各省扩招前的高等教育供给能力与

扩招规模的关系。 从中可知，１９９８ 年高等教育毕业人数占当地总人口比重越高的省

份，大学扩招为其带来的人力资本供给增加越多。 这同 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与邢春冰

（２０１３）的发现一致。

图 ２　 １９９８－２００５ 年各省大学毕业生占当地人口比重的变化与 １９９８ 年初始值的关系

说明：数据来自 １９９９－２００６ 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和《中国统计年鉴》。 实线代表线性拟合线。

三　 数据与经验研究方法

（一）数据、变量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主要数据之一是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的中国工业企业调查数据，其包含所有

国有企业和年销售额在 ５００ 万元以上的非国有企业的数据，被广泛用于有关中国工业

行业或企业的研究中。 我们根据 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的方法识别企业单位，构造企业

层面的非平衡面板数据。 同时，将资产、负债、营业收入等存在明显错误（例如为负

数）的观测值进行缺省处理，并遵循余淼杰和梁中华（２０１４）的做法，删除劳动收入份

额大于 １ 或小于 ０ 的企业。 为剔除价格因素的影响，保证不同年份、行业或地区数据

的可比性，我们按照 Ｂｒａｎｄｔ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提供的 ４ 位数行业层面的中间品和产出价格

指数，对中间品和产出进行价格平减；并利用省级消费者价格指数和投资价格指数①，
对工资和固定资产等进行价格平减（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本文最主要的被解释变量是劳动收入份额，我们遵循陈宇峰等（２０１３）、贾珅和申

·７２·　期２第年１２０２　∗济经界世

张明昂　 施新政　 纪　 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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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军（２０１６）及周茂等（２０１８）的做法，将劳动收入份额定义为：

劳动收入份额 ＝ 工资 ＋ 福利费
收入法计算的增加值

＝ 工资 ＋ 福利费
工资 ＋ 福利费 ＋ 折旧 ＋ 营业盈余 ＋ 生产税净额

表 １ 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及含义 定义方式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省份层面变量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扩招前大学毕

业生密度

１９９８ 年大学毕业生占该省总

人口比重乘以 １００
０􀆰 ０８３ ０􀆰 ０７５ ３０

行业层面变量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人力资本强度
美国同行业 １９８０ 年大学及以

上学历者占比
０􀆰 １２６ ０􀆰 ０３４ ５９

企业层面变量

ＬａｂｏｒＳｈａｒｅ 劳动收入份额 劳动报酬占企业增加值的比重 ０􀆰 ４３７ ０􀆰 ２２９ １３１７ ４７１
Ａｇｅ 企业年龄 调查年份减去企业成立时间 １１􀆰 １４２ １１􀆰 ３９４ １３１７ ４７１
ＳＯＥ 国有企业虚拟变量 国有企业 ＝ １；非国有企业 ＝ ０ ０􀆰 ０８５ ０􀆰 ２７９ １３１７ ４７１
Ｓｉｚｅ 规模 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 ４􀆰 ９０６ １􀆰 １３２ １３１７ ４７１
Ｐｒｏｆｉｔ Ｍａｒｇｉｎ 利润边际 利润与销售收入的比值 ０􀆰 ０３４ １􀆰 ８７８ １３１７ ４７１
Ｅｘｐｏｒｔ 出口状态 出口 ＝ １；不出口 ＝ ０ ０􀆰 ２９９ ０􀆰 ４５８ １３１７ ４７１
ＦＤＩ 外资占比 外资占实收资本的比值 ０􀆰 ０７５ ０􀆰 ２４１ １３１７ ４７１

表 １ 给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样本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均值为

４３􀆰 ７％ 。 图 ３ 刻画了中国工业部门劳动收入份额历年的变化情况，并做了文献比

较①。 根据本文测算结果，１９９８ － ２００７ 年中国劳动收入份额整体呈下降趋势，从
４６􀆰 ４％下降到 ４１􀆰 ４％ ，降低约 ５ 个百分点。 与图 ３ 中使用微观企业数据研究中国工业

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文献相比，本文计算结果与贾珅和申广军（２０１６）类似；虽然白重

恩等（２００８）计算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方法与本文类似，但其是加权平均后的数值，因
此低于本文；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则使用生产法计算增加值，其计算结果也低于本

文。 综上，虽然在绝对水平上存在差异，但本文所计算的劳动收入份额同白重恩等

（２００８）与 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的研究结果在变动趋势上是一致的。
我们使用的企业层面控制变量包括：（１）企业年龄（Ａｇｅ），利用调查年份减企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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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贾珅和申广军（２０１６）的研究一致，我们也汇报的是各年份未加权的平均值。



图 ３　 １９９８－２００７ 年中国工业行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趋势

立时间得到；（２）所有制（ ＳＯＥ），表征是否为国有企业的虚拟变量；（３） 企业规模

（Ｓｉｚｅ），利用年度平均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衡量；（４）利润率（Ｐｒｏｆｉｔ Ｍａｒｇｉｎ），用利润总

额除以销售收入衡量；（５）出口状态（Ｅｘｐｏｒｔ），表征企业是否出口的虚拟变量；（６）外
资占比（ＦＤＩ），用外商资本占实收资本的比例衡量。

本文第二个数据来源是 １９９９ 年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我们利用该数据计算出

１９９８ 年各省普通高校毕业生数占当地人口比重，反映扩招前各省份高等教育的供给

能力及由此带来的扩招强度。 根据表 １ 可知，１９９８ 年各省大学毕业生占当地总人口

比重均值为 ０􀆰 ０８３％ 。 样本企业的平均年龄为 １１ 年；有 ８􀆰 ５％ 的企业是国有企业；平
均员工数的自然对数是 ４􀆰 ９；平均利润率是 ３􀆰 ４％ ；出口企业占比约为 ３０％ ；外资占比

约为 ７􀆰 ５％ 。
（二）经验研究方法

１􀆰 回归方程设定。 为识别高校扩招带来的人力资本供给增加与制造业企业劳动

收入份额的因果关系，我们构造三重差分（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模型，
从省份、行业和时间 ３ 个维度进行比较。 回归方程如下：
ｙｉｊｐｔ ＝ α ＋ β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ｐ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ｊ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ｔ 　 　 　 　 　 　 　 　 　 　 　 　 　 　

＋ β′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ｐ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ｊ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２ ｔ ＋ δｐｊ ＋ δ ｊｔ ＋ δｐｔ ＋ δｉ ＋ γＺ ｉｊｐｔ ＋ εｉｊｐｔ

（１）
　 　 其中，ｉ 代表企业，ｊ 代表行业（国际标准产业分类 ＩＳＩＣ３ 位数），ｐ 代表省份，ｔ 代表

年份，ｙｉｊｐｔ表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ｐ 表示 １９９８ 年（扩招前 １ 年）各省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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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毕业人数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乘以 １００①。 如前文所述，不同省份受扩招影响的

程度不同，扩招前高等教育资源越丰富的省份，其扩招程度越大。 由于多数大学生毕

业后会留在其大学所在省份工作，因此扩招后大学毕业生的增加会转化为该省人力资

本供给的增加，则扩招规模越大，该省企业技能型劳动力供给增加得越多（Ｌｉ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因此，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ｐ 数值越大，意味着该省扩招的规模越大，高技能劳动者供

给增加越多。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ｊ 表示每个行业的人力资本强度。 由于行业技能差异，不同行

业的人力资本强度不同，大学扩招带来的技能型劳动者供给增加主要流向了人力资本

密集型行业，因此人力资本密集度越高的行业所受影响越大（Ｃｈｅ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８）。
我们参考 Ｃｈｅ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８）与毛其淋（２０１９）的做法，利用 １９８０ 年美国 ＩＳＩＣ３ 位数

行业内大学及以上学历劳动者占全部劳动者的比重衡量人力资本强度②。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ｔ

是扩招后的时间虚拟变量，在 ２００３ 年及之后取 １，否则取 ０。 Ｙｅａｒ２００２ ｔ 是代表 ２００２ 年

的时间虚拟变量。 由于扩招后的本科毕业生大多从 ２００３ 年开始进入劳动力市场，我
们重点关注 ２００３ 年及之后的平均影响。 但实际上扩招后的首批专科生在 ２００２ 年便

进入劳动力市场，虽然这部分人数比后续年份少，但为充分考虑其可能存在的影响，我
们单独估计了 ２００２ 年当年的影响。 在（１）式中，控制组年份为 ２００１ 年及之前，因此 β
衡量了相比于 ２００１ 年及之前，不同省份和行业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 ２００３ 年及之后

的变化，β′衡量了相比于 ２００１ 年及之前，不同省份和行业的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在 ２００２
年当年的变化③。

遵照三重差分的标准设定，在回归中我们控制了省份 × 行业（ δｐｊ）、行业 × 时间

（δ ｊｔ）以及省份 ×时间（δｐｔ）固定效应，分别用于控制省份和行业、时间和行业以及时间

和省份两个维度变化的影响④。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 ３ 类固定效应包含了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Ｓｈａｒｅｐ、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ｊ 及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ｔ 这 ３ 个变量的单独项和两两交互项，因此我们在回归

方程中不再需要单独控制这些变量。 另外，δｉ 表示企业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不随时间

变化的个体因素。 参考白重恩等（２００８）、魏下海等（２０１３）、余淼杰和梁中华（２０１４）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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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乘以 １００ 的原因是各省高等教育毕业人数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数值较小，将该比例乘 １００ 以降低回归

系数的数量级。
该数据来自 Ｃｉｃｃｏｎｅ ａｎｄ Ｐａｐａｉｏａｎｎｏｕ（２００９）的研究，我们将美国 ＩＳＩＣ 代码与中国国民经济行业分类

（ＣＩＣ）代码进行匹配，除特殊说明外，后文中的行业均指 ＩＳＩＣ３ 位数行业。
作者感谢匿名审稿人对该问题的建议。
相较于双重差分方法只能控制两个维度的固定效应而言，三重差分方法的好处是可以通过控制两两相

乘的固定效应来排除行业 × 时间、省份 × 时间以及省份 × 行业层面遗漏变量的潜在影响，从而提供更为可信的因

果识别。 因此，本文可以排除加入 ＷＴＯ（余淼杰和梁中华，２０１４；Ｌｕ ａｎｄ Ｙｕ，２０１５）和外资管制放松（ Ｌ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等行业 × 时间层面，西部大开发等省份 × 时间层面政策变动的影响。



贾坤和申广军（２０１６）的研究，我们还控制了一些可能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企业

层面时变变量（Ｚ ｉｊｐｔ），包括企业年龄、所有制类型、规模、利润率、出口状态及外资占

比。 此外，为克服可能的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我们将标准误在省份 × 行业层面进

行聚类（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４）。
２􀆰 经验研究方法的前提基础。 由于本文的因果识别建立在高校毕业生就业去向

的行业和地区差异基础上，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高校毕业生的就业去向做细致讨论。
（１）高校毕业生是否流向制造业。 高校扩招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大量流向工业

企业是本文进行经验分析的重要前提。 根据岳昌君和周丽萍（２０１７）的研究，在大学

扩招后，企业是吸纳大学毕业生的首要单位，５０％ 以上的大学毕业生进入企业（包含

国有、民营和三资企业）工作，而这其中又以工业占比最多。 因此，利用大学扩招分析

高技能劳动者供给增加对工业企业的影响是合理的。
（２）技能密集度越高的行业是否吸引越多的高校毕业生。 本文经验分析的另一

个重要前提是技能强度越高的制造业子行业吸收的高技能劳动者越多。 首先，由于不

同行业生产组织形式的特点，各行业人力资本的相对强度在一段时期内较为稳定，例
如 １９９５ 和 ２００４ 年中国工业行业与美国 １９８０ 年对应行业的人力资本强度始终高度正

相关（见图 ４ａ 和 ｂ）①。 其次，中国 １９９５ 年与美国 １９８０ 年各行业人力资本强度差异和

美国 １９８０ 年各行业人力资本强度呈显著正相关关系（见图 ４ｃ），这意味着在人力资本

强度越高的行业，中国与国际领先水平的差距越大，提升空间也就越大。 这背后的一

个重要原因在于：大学扩招前中国高技能人才的供给能力明显不足，导致人力资本较

高行业的高技能劳动者并未饱和。 最后，图 ４ｄ 画出了 １９９５－２００４ 年（扩招前到扩招后）
中国制造业各行业人力资本强度的变化与 １９８０ 年美国对应行业人力资本强度的关系，
二者显著正相关，证明人力资本强度越高的行业，在扩招之后吸纳的大学毕业生越多。

（３）大学扩招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的地区流向。 根据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

询与就业指导中心（２０１１）的报告，多数大学生毕业后会留在其大学所在省份工作。
此处我们使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全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数据做进一步验证②，发现有

７５％以上的大学毕业生在其大学所在省找过工作，超过 ６０％ 的人最终选择在其大学

所在省工作。 因此，大学扩招带来的新增大学毕业生能代表其所在省高技能劳动者供

给的增加。 当然，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不同省份对当地大学生的就业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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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我们以大学及以上学历员工的占比衡量人力资本强度。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社会数据中心在 ２０１０－２０１４ 年开展全国大学生就业追踪调查，所得数据共计 ５ 年，采

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涵盖全国不同省份和不同层次的高校。



图 ４　 各行业高技能劳动者占比（变化）与初始水平的关系

数据来源：Ｃｈｅ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２０１８）的研究。

不同，但鉴于大学毕业生就业地区的实际选择也受当时劳动力市场供求均衡关系的影

响，是相对内生的指标，因此我们在构造主要解释变量时不予考虑。 从这个意义上讲，
回归方程的三重交互项中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ｐ 反映的是该省高技能劳动者供给增长的倾向，
而非增长的实际量，因此回归方程估计的是处理倾向（ｉｎｔｅｎｔ ｔｏ ｔｒｅａｔ，ＩＴＴ）效应，得到的

估计系数是实际影响的下界（Ａｎｇｒｉｓｔ ａｎｄ Ｐｉｓｃｈｋｅ，２０１４）。

四　 经验研究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结果

为定量分析大学扩招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按照（１）式进行回归分析，结
果见表 ２。 在表 ２ 第（１）列中，我们控制了企业、省份 × 行业、行业 × 时间以及省份 ×
时间固定效应，在第（２）列中，我们进一步控制了企业的年龄、是否为国有企业、规模、
利润率、出口状态和外资占比等企业层面随时间变化的特征。 从表 ２ 可知，三重交互

项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ｐ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ｊ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ｔ 的系数始终在 １％ 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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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始时期高等教育资源越丰富的地区、人力资本强度越高的行业，相比于 ２００１ 年及之

前，在 ２００３ 年及之后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越多。 这意味着大学扩招显著降低了

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ｐ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ｊ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２ ｔ 的回归系数并不显

著，说明大学扩招未在 ２００２ 年产生影响，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专科

毕业生数量相对较少。

表 ２ 基准回归结果

（１） （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 １􀆰 ０２４∗∗∗

（０􀆰 ３６８）
－ １􀆰 ０９９∗∗∗

（０􀆰 ３８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２
－ ０􀆰 ２１２
（０􀆰 ３１２）

－ ０􀆰 １７７
（０􀆰 ３１５）

Ａｇｅ
０􀆰 ０００∗∗∗

（０􀆰 ０００）

ＳＯＥ
０􀆰 ０２８∗∗∗

（０􀆰 ００２）

Ｓｉｚｅ
０􀆰 ０４１∗∗∗

（０􀆰 ００１）

Ｐｒｏｆｉｔ Ｍａｒｇｉｎ
－ ０􀆰 ００１
（０􀆰 ００１）

Ｅｘｐｏｒｔ
－ 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１）

ＦＤＩ
－ ０􀆰 ００２
（０􀆰 ００２）

观测值 １３１７ ４７１ １３１７ ４７１

Ｒ２ ０􀆰 ６８８ ０􀆰 ６９２

　 　 说明：∗、∗∗及∗∗∗分别表示在 １０％ 、５％及 １％的水平下显著；括号内的值是稳健标准误，在省份 ×
行业层面进行聚类计算。 所有回归都控制了企业、省份 × 行业、行业 × 年份及省份 × 年份固定效

应。 后表同。

简单计算表 ２ 第（２）列的结果可知，如果所在省的大学毕业生占比（乘以 １００）和
所在行业的人力资本强度相比各自均值都增加 １ 个百分点，会使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

在扩招后降低 ０􀆰 ２４ 个百分点。 对于人力资本强度处于其所在行业平均水平的企业而

言，在本文样本区间内，各省大学毕业生占当地人口比重（乘以 １００）的均值从 ８％ 增

加到了 ３５％ ，这意味着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劳动收入份额将降低 ３􀆰 ８ 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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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大学扩招是解释劳动份额下降极为重要的因素。
（二）平行趋势与动态影响

如果受大学扩招影响不同省份和行业的劳动收入份额本身（在扩招前）就呈现不

同变化趋势，那么上述回归结果将是有偏误的。 为检验受处理前的平行趋势，同时反

映受处理后不同年份的边际效应，我们对（１）式进行调整，构造以下灵活估计方程：

ｙｉｊｐｔ ＝ α ＋ ∑
２００７

ｔ ＝ １９９９
βｔ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ｐ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ｊ × Ｙｅａｒｔ ＋ δｐｊ ＋ δｊｔ ＋ δｐｔ ＋ δｉ ＋ γＺｉｊｐｔ ＋ εｉｊｐｔ

（２）
　 　 （２）式与（１）式的不同在于（２）式用表征各年的虚拟变量 Ｙｅａｒｔ 替代了（１）式中表

征扩招后年份的虚拟变量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ｔ。 我们将 １９９８ 年设定为基准年份，因此 βｔ 衡量了

扩招程度不同的省份、人力资本密集度不同的行业在 ｔ 年的劳动收入份额相比于 １９９８
年的变化。

图 ５　 估计系数随时间的变化（动态影响）
说明：圆点代表估计值，竖线代表 ９５％ 置信区间

的范围。

我们在图 ５ 中画出了（２）式的回

归系数和置信区间。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２ 年，
三重交互项的系数较小且在统计意义

上不显著，说明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

满足平行性趋势假设。 另外，根据

２００３－２００７ 年的系数可以看出大学扩

招的动态影响，２００３ 年系数（绝对值）
相比于之前年份明显增加，且之后年

份也一直增加，并在统计意义上显著，
说明本文选择 ２００３ 年为节点是合理

的，同时大学扩招对劳动份额的负面

影响随时间推移不断加剧。

（三）稳健性检验

１􀆰 同时期的其他政策冲击。 由于本文因果识别来自大学扩招政策在省份、行业

和时间 ３ 个维度的同时性影响，这其中的重要前提是同时期内不存在其他造成省份、行
业和时间维度冲击的政策，否则我们无法将上述处理效应简单归结于大学扩招的影响。

从 ２００４ 年开始，中国在东北三省的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等 ８ 个行业实行了增

值税转型（生产型转消费型）的改革试点，可能会对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造成影响。
为排除增值税转型政策的干扰，我们根据其特点，参考 Ｚｈａｎｇ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的做法，定

·４３·　期２第年１２０２　∗济经界世

　 　 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大学扩招的证据
􀪇􀪇􀪇􀪇􀪇􀪇􀪇􀪇􀪇􀪇􀪇􀪇􀪇􀪇􀪇􀪇􀪇􀪇􀪇􀪇􀪇􀪇􀪇􀪇􀪇􀪇􀪇􀪇􀪇􀪇􀪇􀪇􀪇􀪇􀪇􀪇􀪇􀪇



义 ３ 个虚拟变量分别代表受增值税改革影响的行业、改革的省份和改革后的年份，然
后将三者乘积（即构造三重差分）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基准回归方程中。 此外，２００６ 年

中国建立了众多省级开发区（Ｌｕ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样本时间内各县市的最低工资标准也

在不断提高，为控制这些在县区－时间维度变化的政策影响，我们用县区 × 年份固定

效应代替省份 × 年份固定效应。 从表 ３ 第（１）列可知，在控制增值税转型影响和县

区 ×年份固定效应后，大学扩招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仍非常稳健。

表 ３ 稳健性检验

（１） （２） （３）

控制其他冲击
安慰剂检验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年样本）
控制预期效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 ０􀆰 ９０３∗∗∗

（０􀆰 ３１８）
－ １􀆰 ２２３∗∗∗

（０􀆰 ４４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２
－ ０􀆰 ２４０
（０􀆰 ２９１）

－ ０􀆰 ３０５
（０􀆰 ３９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１
－ ０􀆰 ３９７
（０􀆰 ３６１）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０
－ ０􀆰 ００５
（０􀆰 ４２３）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０
－ ０􀆰 ２４７
（０􀆰 ３６２）

增值税改革
０􀆰 ０１２

（０􀆰 ００８）
企业时变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 ×年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县区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观测值 １３１１ ３５２ ３６９ １４２ １３１７ ４７１
Ｒ２ ０􀆰 ７１８ ０􀆰 ７４２ ０􀆰 ６９２

　 　 说明：企业时变变量包括年龄、是否国企、规模、利润率、出口状态、外资占比。 所有回归都控制

了企业、省份 ×行业及行业 ×年份固定效应。

２􀆰 安慰剂检验。 为说明上文所得估计结果不是由于同时期的其他不可观测因素

造成的，我们进行了如下两种安慰剂检验：（１）借鉴 Ｃｈｅｔｔ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９）与 Ｃａ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的做法进行置换检验（ｐｅｒｍｕｔ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 我们随机分配各行业的人力资本强

度，并在此基础上估计虚假受处理状态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ｐ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ｆａｌｓｅ
ｊ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ｔ 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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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由于受处理状态随机指定，因此以此构造的三重交互项对劳动收入份额不会有影

响。 将这一过程重复 ２００ 次，得到了 ２００ 个回归系数，其均值为 ０􀆰 ０１７，标准差为

０􀆰 ３６８，因此不能拒绝虚假受处理状态系数为 ０ 的假设。 我们在图 ６ 中画出这些系数

的分布，可发现基准回归系数位于该分布以外。 这说明基准回归结果不是由随机因素

导致的。 （２）借鉴 Ｔｏｐａｌｏｖａ（２０１０）与 Ｌｕ ａｎｄ Ｙｕ（２０１５）的做法，仅使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年

的样本，假设大学扩招后人力资本扩张发生在 ２０００ 年（即定义 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０１ 年为虚假

受处理年份）。 由于这一时期人力资本供给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因此我们预期不会出

现显著影响，否则，意味着可能存在某些潜在的混淆性因素。 表 ３ 第（２）列的回归结

果表明，２０００ 年前后不同省份和行业劳动收入份额未发生系统性变化，因此通过了该

安慰剂检验。

图 ６　 置换检验系数分布

说明：圆圈表示置换检验的估计系数及其对应的概率密度，曲线代表概率密度拟合线，竖线代

表真实影响的估计系数，即表 ２ 第（２）列的结果。

３􀆰 预期效应（ｅｘｐｅｃｔ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虽然大学扩招带来的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增加在

２００２ 年及之后才出现，但企业可能在扩招开始之后（即 １９９８－２００１ 年间）便预期到了

高技能劳动力的到来，提前调整经营和投资决策。 这种预期效应会导致在扩招产生实

际影响前，劳动份额已经出现改变。 然而，图 ５ 表明 ２００３ 年前的系数非常小且不显

著，因此一定程度上排除了预期效应的影响。 另外，我们还参考 Ｌｕ ａｎｄ Ｙｕ（２０１５）的
做法，在（１）式基础上控制了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ｐ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ｊ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０ ｔ 和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ｐ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ｊ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１ ｔ，以检验劳动收入份额是否在 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０１ 年就已经发生改变。
根据表 ３ 第（３）列的结果，这两个变量的系数很小且不显著，进一步排除了预期效应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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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我们还进行了其他稳健性检验，包括：（１）使用平衡面板数据，排除企

业进入或退出样本的影响；（２）改变对 ２００２ 年的处理方式，由于扩招后的首批专科生

在 ２００２ 年进入劳动力市场，我们尝试分别将 ２００２ 年样本删除或包含进受处理年份；
（３）使用各省在 １９９８－２００２ 年高校毕业生数占当地总人口比重的均值衡量各省的扩

招强度；（４）利用 ２０００ 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计算各行业大学及以上学历就业者占比

衡量扩招产生影响前各行业的人力资本强度；（５）参考 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６）的做法，
使用生产法增加值计算劳动收入份额；（６）将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聚类调整。 对于以上

不同的检验而言，回归结果均保持稳健①。

五　 作用机制分析

（一）理论模型

１􀆰 基准设定。 为解释高技能劳动者增加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机制，我们引入

资本技能互补效应。 借鉴 Ｌｅｗｉｓ（２０１１）与 Ｌａｆｏｒｔｕ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的思路，构造一个包

含资本、高技能及低技能劳动的双重嵌套常替代弹性（ＣＥＳ）生产函数：

Ｙ ＝ ｛［（Ｋθ ＋ Ｕθ）
１
θ ］ γ ＋ Ｓγ｝

１
γ

　 　 其中，Ｙ 表示用于消费和投资的最终产品，由资本 Ｋ、高技能劳动 Ｓ 和低技能劳动

Ｕ 通过双重嵌套 ＣＥＳ 函数形式进行生产。 θ≡１ － １ ／ ρ 衡量了资本与低技能劳动的替

代难易程度，ρ 是资本与低技能劳动的替代弹性；γ≡１ － １ ／ σ，σ 是这二者与高技能劳

动的替代弹性。 θ、γ ＜ １。 同 Ｌｅｗｉｓ（２０１１）与 Ｌａｆｏｒｔｕｎ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的研究一致，本文

假设资本品价格（ ｒ）固定，因此 Ｋ 的供给是完全弹性的②。 而劳动者难以跨国流动，工
资由国内劳动力市场出清条件决定。 在均衡条件下，可推导出资本占最终产出的份额

与技能劳动相对供给的对应关系：

ｄｌｎ Ｋ
Ｙ( ) ＝ （θ － γ）（１ － ω）（１ － ｓ）

（１ － θ）（１ － ω） ＋ ω（１ － γ）（１ － ｓ）ｄｌｎ
Ｓ
Ｕ( ) （３）

　 　 其中，ω≡ｒＫ
Ｇ 是资本在资本和低技能劳动形成的中间品 Ｇ≡（Ｋθ ＋ Ｕθ）

１
θ 中所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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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具体结果未在文中汇报，感兴趣的读者可到本刊网站下载附件。
该假设的一个重要现实依据是，随着中国加入 ＷＴＯ，资本品进口出现明显增加，根据 Ｌｉ（２０１９）的研究，

２０００－２０１０ 年中国资本品进口额从 ９００ 亿美元增加到了 ５５００ 亿美元，年均增速达到 ２０％ 。 据此，我们在文中假

设资本可以跨国自由流动，利率由全球市场决定。



份额，ｓ 是中间品 Ｇ 在最终产品 Ｙ 中的份额。 由（３）式可知，在 θ ＞ γ 的情况下，随着高

技能劳动者供给的相对提高，资本收入份额增加。 而根据劳动收入份额 ＬａｂｏｒＳｈａｒｅ ＝

Ｙ － ｒＫ
Ｙ ＝ １ － ｒ Ｋ

Ｙ 可知，劳动收入份额随高技能劳动者供给的相对提高而降低。 这与前

文的发现是对应的。 θ ＞ γ 意味着“资本技能互补”，即资本设备与低技能劳动的替代

弹性大于其与高技能劳动的替代弹性（Ｋｒｕｓ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 这一假设最早由 Ｇｒｉｌｉ⁃
ｃｈｅｓ（１９６９）提出，并在近年来广受关注，例如，Ｄｕｆｆｙ（２００４）使用跨国数据证明了资本

技能互补现象的存在。 其背后的逻辑在于近年来随着企业大量使用电脑、自动化设备

等现代技术，设备资本对工人技能的要求逐渐提高，技能型工人相比于非技能型工人

能更好操作和使用现代化设备，同时自动化设备能部分替代低技能的重复劳动，因此

设备资本与技能劳动具有更强的互补性①。
２􀆰 机制分解。 为进一步分解具体作用机制，我们将劳动收入份额表示为：Ｌａｂｏｒ⁃

Ｓｈａｒｅ ＝ １ － ｒ Ｋ
Ｙ ＝ １ － ｒＫ

ｗＳＳ ＋ ｗＵＵ ＋ ｒＫ。 其中，ｗＳ 和 ｗＵ 分别表示高和低技能劳动者工

资。 经推导可得：

ｄｌｎ ｒＫ
Ｙ( ) ＝ （１ － ωｓ）θｄｌｎ Ｋ

Ｕ( ) － （１ － ｓ）ｄｌｎ ｗＳ

ｗＵ

æ
è
ç

ö
ø
÷－ （１ － ｓ）ｄｌｎ Ｓ

Ｕ( ) （４）

　 　 因此，除技能结构
Ｓ
Ｕ本身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外，我们可以将高技能劳动者相

对供给
Ｓ
Ｕ增加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中间渠道分解为资本－低技能劳动替代效应

Ｋ
Ｕ 和

技能溢价效应
ｗＳ

ｗＵ
。 其中：

ｄｌｎ Ｋ
Ｕ( )

ｄｌｎ Ｓ
Ｕ( )

＝ （１ － γ）（１ － ｓ）
（１ － θ）（１ － ω） ＋ ω（１ － γ）（１ － ｓ） （５）

　 　 （５）式符号为正，反映了资本－低技能劳动的替代效应，即随着高技能劳动者数量

的相对提高，企业资本品投资增加，低技能劳动者被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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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该模型中刻画的资本技能互补性与引致性技术进步理论密切相关。 由于偏向性技术进步难以度量，因
此传统研究往往将要素无法解释的部分归因为技术进步（申广军，２０１６）。 在此背景下，资本技能互补假说为偏

向性技术进步提供了可以量化的方式，许多相关研究都采取资本密集度衡量偏向性技术进步。 例如，Ｋｒｕｓｅｌｌ ｅｔ
ａｌ􀆰 （２０００）就将技能偏向性技术进步解释为资本技能互补性，认为偏向性技术进步表现为设备资产的增加。



ｄｌｎ ｗＳ

ｗＵ

æ
è
ç

ö
ø
÷

ｄｌｎ Ｓ
Ｕ( )

＝ － （１ － θ）（１ － γ）（１ － ωｓ）
（１ － θ）（１ － ω） ＋ ω（１ － γ）（１ － ｓ） 　 　 　 　 　 　 　

＝ － （１ － γ） ＋ （θ － γ） ω（１ － γ）（１ － ｓ）
（１ － θ）（１ － ω） ＋ ω（１ － γ）（１ － ｓ） （６）

　 　 （６）式符号为负，反映了技能溢价变动效应。 由于高技能劳动者供给增加，高技

能劳动者相对于低技能劳动者的工资技能溢价降低①。 因此，技能结构
Ｓ
Ｕ提高导致资

本－低技能劳动替代和工资溢价降低，最终造成了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二）经验研究证据

接下来，我们结合（４）式，从资本－低技能劳动替代和技能溢价降低两方面检验大

学扩招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作用机制。
１􀆰 资本积累与资本－劳动替代。 首先，我们研究了大学扩招对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的影响②。 在表 ４ 第（１）列中，三重交互项的回归系数在 ５％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大

学扩招显著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 在此基础上，我们考虑大学扩招对企业资本劳

动比的影响。 由于资本－技能的互补性，设备资本投资会降低低技能劳动者③的相对

边际产出，导致资本对低技能劳动力的替代。 为验证这一推断，我们使用 ２００４ 年中国

经济普查数据④，分析高技能劳动者相对供给对工业企业资本－低技能劳动比（取自然

对数）的影响。 表 ４ 第（２）列中，行业－省份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在大学扩招

后，同一省份内行业技能强度提高越多，资本对低技能劳动的替代越强。 进一步，我们

将人均资本存量定义为固定资产净值除以员工总数，并取自然对数（ Ｌｉｕ ａｎｄ Ｌｕ，
２０１５）以分析其变化。 表 ４ 第（３）列中的结果说明，大学扩招显著提高了企业的资本

劳动比，造成了资本对劳动的替代。
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通过进口高技术资本品来承接国际技术扩散是推动国内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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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根据（６）式，我们可以将大学扩招对技能溢价的影响分解为高低技能劳动的替代效应（等式右边第一

项，降低技能溢价）和资本技能互补效应（等式右边第二项，提高技能溢价）。 可以看出，虽然资本技能互补效应

和资本弹性供给会平抑技能溢价的变动幅度，但这并未改变技能溢价变动的方向。
由于工业企业数据并未统计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情况，我们用期末固定资产减期初固定资产加上当期折

旧后取自然对数近似衡量固定资产投资。
低技能劳动者指学历在大学以下的劳动者。

回归方程为 ｌｎ Ｋ
Ｕ( )

ｉｊｐ
＝ α ＋ β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ｐ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ｊ ＋ δ ｊ ＋ δｐ ＋ Ｚｉｊｐ ＋ εｉｊｐ，

Ｋ
Ｕ 为资本－低技能劳动比，

其余各变量含义与（１）式相同。



进步的重要形式。 在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过程中，通过进口资本品的方式学习、模仿

和利用国际先进技术，加快了生产设备更新和技术升级。 因此，资本品进口为验证资

本技能互补效应提供了一个视角。 我们匹配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进口数据（样本期

为 ２０００－２００７ 年），遵循与基准回归类似的模型设定，分析高技能劳动者供给对资本

品进口额的影响①，回归结果见表 ４ 第（４）列。 我们发现受大学扩招影响越大的企业，
资本品进口额增加越多。

表 ４ 作用机制分析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因变量
固定资

产投资

资本与低

技能劳动比

（２００４年经济

普查数据）

资产与总

劳动比

资本品进口

（工企数据与

海关数据

匹配）

技能溢价

（２００５ 年人

口抽样调

查数据）

全要素生

产率 ＴＦＰ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１􀆰 ９５９∗∗

（０􀆰 ９５６）
３􀆰 ３１６∗∗

（１􀆰 ４４２）
５􀆰 １４８∗

（２􀆰 ９５６）
３􀆰 ４２８∗∗

（１􀆰 ５０９）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２

０􀆰 １７８
（１􀆰 ０３１）

２􀆰 ３８８∗

（１􀆰 ２９９）
－ ０􀆰 ９８９
（３􀆰 ０２１）

０􀆰 ５９６
（０􀆰 ８３６）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４􀆰 ０７７∗

（２􀆰 ２８６）
－ ０􀆰 ５５５∗

（０􀆰 ２９１）
企业时变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企业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省份 ×行业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行业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省份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行业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未控制

观测值 ９３７ ９２８ ８４３ ５６９ １３１１ ２３８ １６５ ４２０ ８０３ １３１０ ５９３

Ｒ２ ０􀆰 ２０５ ０􀆰 ０８１ ０􀆰 ８３７ ０􀆰 ８５９ ０􀆰 １９７ ０􀆰 ８２８

２􀆰 技能溢价。 为分析高技能劳动者相对供给对技能溢价的影响，我们使用 ２００５ 年

全国 １％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构造省份和行业维度的交互项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ｐ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ｊ，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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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我们删除了在这两个数据库中无法匹配的样本。 由于存在一部分企业没有资本品的进口，我们将被解

释变量设定为 ｌｎ（资本品进口金额 ＋ １），进口金额单位为万美元。



较在大学扩招后同一省份内随着行业技能强度提高，技能溢价如何变化。 其中，技能溢

价定义为高、低技能劳动者平均工资（在每个省份－行业观测单元内取均值）的对数差。
从表 ４ 第（５）列可知，随着高技能人才供给的相对提高，工资的技能溢价显著下

降。 马光荣等（２０１７）与 Ｌｉ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通过对中国大学扩招的研究也发现高技能劳

动者相对供给增加会导致对应年龄段的技能溢价降低。
３􀆰 其他影响：技术进步。 由于技术进步往往物化于资本品投资中，通过设备资本

投资实现（宋冬林等，２０１０；马红旗等，２０１７），因此，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是互相融合

的，设备资本投资本身可被视为一种资本体现式（ｃａｐｉｔａｌ⁃ｅｍｂｏｄｉｅｄ）技术进步（赵志耘

等，２００７；黄先海和刘毅群，２００８）。 为此，我们估计了大学扩招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Ｔｏｔａｌ Ｆａｃｔｏｒ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ＴＦＰ） 的影响，其中 ＴＦＰ 的估算使用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ｉｎ
（２００３）的方法。 从表 ４ 第（６）列回归结果可知，大学扩招显著提高了企业 ＴＦＰ，说明

高技能劳动者供给能够推动技术进步。
（三）异质性分析

１􀆰 融资约束。 为进一步佐证固定资产投资在劳动收入份额降低过程中的关键作

用，我们比较了在融资约束不同的企业中劳动收入份额受到的差异影响。 由于企业的

资金约束会影响其固定资产投资，因此在雇佣大量高技能劳动者后，面临严重融资约

束的企业由于资金短缺难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而资本投资的限制使对低技能劳动者

的替代减少，进而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降幅较小。 为验证这一推断，我们参考 Ｃａｉ ａｎｄ
Ｌｉｕ（２００９）的做法，使用财务费用占总资产的比重衡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该比例越

高，说明企业贷款能力越强，融资约束越小。 本文首先计算了 ２００２ 年及以前各企业的

平均融资约束，然后根据融资约束变量的样本中位数将全部企业分为两组分别进行回

归。 从表 ５ Ｐａｎｅｌ Ａ 的结果可知，融资约束较小一组的回归系数绝对值相对较大，说明

大学扩招对劳动份额的不利影响会随着企业融资约束的放松而增强。
２􀆰 所在地区资本品进口。 为进一步证明资本品进口这个渠道的作用，本文根据

各地区资本品进口增长情况进行了异质性分析。 我们猜测在资本品进口增长越多

的地区，企业越容易进行高技术资本品投资，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会越多。 以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７ 年各城市资本品进口额增长反映资本品进口强度（数据来自 ２０００ 和 ２００７ 年产

品层面的海关进口数据），根据资本品进口额增长量中位数将所有城市划分为资本品

进口增加较多和增加较少的两类，然后对两类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５ 的

Ｐａｎｅｌ Ｂ。 从中可知，相比于资本品进口增长较少的城市，资本品进口增长较多城市的

大学扩招对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作用更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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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异质性分析

（１） （２）

Ｐａｎｅｌ Ａ 高融资约束企业 低融资约束企业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 ０􀆰 ８０７∗∗

（０􀆰 ３８３）
－ １􀆰 ５１１∗∗∗

（０􀆰 ５４２）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２
－ ０􀆰 ２６８
（０􀆰 ３９４）

０􀆰 ０２４
（０􀆰 ４１１）

观测值 ４３１ ９９６ ４６５ ３５９
Ｒ２ ０􀆰 ６６１ ０􀆰 ６４７

Ｐａｎｅｌ Ｂ 资本品进口增长少的城市 资本品进口增长多的城市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 １􀆰 ０９８∗∗∗

（０􀆰 ４０５）
－ ３􀆰 ４０６∗

（２􀆰 ０６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２
－ ０􀆰 ３０８
（０􀆰 ３４１）

２􀆰 ２２５
（１􀆰 ６５４）

观测值 ８１６ ７９１ ４９５ ６８９
Ｒ２ ０􀆰 ６９３ ０􀆰 ６９８

Ｐａｎｅｌ Ｃ 国有企业 非国有企业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 ０􀆰 ５１２
（０􀆰 ８６７）

－ １􀆰 １４２∗∗∗

（０􀆰 ３４０）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２
１􀆰 ０７３

（０􀆰 ８６４）
－ ０􀆰 ３３８
（０􀆰 ３１３）

观测值 １００ ８１８ ７５８ ９８７
Ｒ２ ０􀆰 ６０４ ０􀆰 ６７２

Ｐａｎｅｌ Ｄ 劳动密集度低的行业 劳动密集度高的行业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 ０􀆰 ６９６
（０􀆰 ７６７）

－ １􀆰 ５８５∗∗∗

（０􀆰 ５５５）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２
－ ０􀆰 ２２２
（０􀆰 ６０９）

－ ０􀆰 ３２２
（０􀆰 ５１３）

观测值 ４８４ １２６ ８２３ ５０６
Ｒ２ ０􀆰 ６８０ ０􀆰 ６９９

Ｐａｎｅｌ Ｅ 非出口企业 出口企业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３
－ ０􀆰 ８８５∗

（０􀆰 ４６１）
－ １􀆰 ７２７∗∗∗

（０􀆰 ４４０）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ｈａｒｅ × ＨＣ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２
－ ０􀆰 ２４７
（０􀆰 ３９０）

－ ０􀆰 ４２８
（０􀆰 ４６７）

观测值 ５７２ ００１ ３２５ ３５４
Ｒ２ ０􀆰 ６４８ ０􀆰 ６６０

　 　 说明：所有回归都控制了企业时变变量和企业、省份 × 行业、行业 × 年份以及省份 × 年份固定

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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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企业所有制性质。 我们根据企业在 ２００２ 年前的所有制类型，将全样本划分为

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回归。 表 ５ Ｐａｎｅｌ Ｃ 的结果表明，对国有

企业而言，大学扩招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非国有企业中，系数绝对值较大且显著为负。
这说明大学扩招显著降低了非国有企业的劳动收入份额，但对国有企业无显著影响。

由于国有企业一直以来向劳动者提供稳定的工作和收入，被普遍认为是“铁饭

碗”。 虽然在国有企业改革之后，国企市场化程度逐渐提高，但其本身特征决定了在

国有企业运营过程中会承担包括稳定就业在内的诸多社会责任（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７）。 由于国有企业在调整雇员和工资方面存在体制性障碍、灵活性较差，在大学扩招

后，其无法淘汰低技能劳动者，加上还吸纳高技能劳动者，就可能造成雇员冗余问题。 综

上，国有企业劳动者的技能收入结构难以做出调整，因此劳动收入份额受到的影响较小。
４􀆰 行业劳动密集度。 劳动密集度越高的行业往往本身具有越高的劳动收入份

额，当高技能劳动者供给增加带来资本品投资增加后，更容易发生资本与低技能劳动

力的替代，因此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幅度越大。 我们根据 ２００２ 年及之前各行业劳动

密集度（用员工人数除以总资产衡量）的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劳动密集度低和劳动密

集度高的两类，分别进行回归。 表 ５ Ｐａｎｅｌ Ｄ 的回归结果显示，相比于劳动密集度低的

行业，劳动密集度高的行业在大学扩招发生后劳动收入份额的降低更强烈。
５􀆰 企业是否出口。 我们还考虑了大学扩招在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间的异质性

影响。 根据 ２００２ 年之前企业是否有过产品出口将企业分为出口企业和非出口企业，
然后分别进行回归，结果汇报在表 ６ 的 Ｐａｎｅｌ Ｅ 中。 相比于非出口企业，大学扩招对出

口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降低的影响更大。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投资有助于企业提高生产

率，从而对扩大出口具有重要作用（Ｃａｓｓｉｍａｎ，２０１０；Ｌｉｕ ａｎｄ Ｌｕ，２０１５），面临高技能劳

动者的增加，出口企业更倾向于借此机会追加设备投资、促进技术升级，因此劳动份额

降幅更大。 另外，由于出口企业往往具有更高的生产率（Ｍｅｌｉｔｚ，２００３；Ｂｅｒｎａｒｄ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２），因此更有可能吸引高技能劳动者，造成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受到更强的高

技能劳动力供给冲击，劳动份额降低更多。

六　 结语

本文利用 １９９９ 年中国大学扩招作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高技能劳动者增加对企

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研究发现，大学扩招带来的高技能劳动者增加显著降低了企

业内部的劳动收入份额。 通过模型推导得出，资本技能互补性是决定该影响的重要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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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我们将其中的作用渠道分解为资本－低技能替代效应和技能溢价降低效应，并给

出了一系列经验证据：大学扩招显著促进了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提高了资本－劳动比

和资本品进口额，降低了技能溢价。
本文从人力资本积累角度为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提供了新解释，深化了对中国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背后原因的认识，同时也为偏向性技术进步影响劳动收入份额的研

究提供了新视角。 本文结论表明，虽然提升人力资本水平是推动经济发展的传统手

段，但由于资本技能互补效应的存在，人力资本扩张也会影响收入分配，扩大要素分配

差距。 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在提升人力资本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人力资本发

展、偏向性技术进步与收入分配的关系。 在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推动人力资本积累

的同时，也要完善再分配调节机制，缩小资本与劳动的收入分配差距，建立更加合理的

收入分配格局，推动社会平衡发展。

参考文献：
白重恩、钱震杰（２００９）：《国民收入的要素分配：统计数据背后的故事》，《经济研究》第 ３ 期。

白重恩、钱震杰（２０１０）：《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第 １２ 期。

白重恩、钱震杰、武康平（２００８）：《中国工业部门要素分配份额决定因素研究》，《经济研究》第 ８ 期。

陈宇峰、贵斌威、陈启清（２０１３）：《技术偏向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再考察》，《经济研究》第 ６ 期。

龚刚、杨光（２０１０）：《论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的演变》，《管理世界》第 ５ 期。

黄先海、刘毅群（２００８）：《设备投资、体现型技术进步与生产率增长》，《世界经济》第 ４ 期。

黄先海、徐圣（２００９）：《中国劳动收入比重下降成因分析———基于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的视角》，《经济研究》

第 ７ 期。

贾珅、申广军（２０１６）：《企业风险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工业部门的证据》，《经济研究》第 ５ 期。

李稻葵、刘霖林、王红领（２００９）：《ＧＤＰ 中劳动份额演变的 Ｕ 型规律》，《经济研究》第 １ 期。

李岚清（２００４）：《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人民教育出版社。

刘亚琳、茅锐、姚洋（２０１８）：《结构转型、金融危机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经济学（季刊）》第 ２ 期。

罗长远、陈琳（２０１２）：《融资约束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吗？ ———基于世界银行提供的中国企业数据的实

证研究》，《金融研究》第 ３ 期。

罗长远、张军（２００９）：《经济发展中的劳动收入占比：基于中国产业数据的实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 ４ 期。

马光荣、纪洋、徐建炜（２０１７）：《大学扩招如何影响高等教育溢价？》，《管理世界》第 ８ 期。

马红旗、黄桂田、王韧（２０１７）：《物质资本的积累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资本—技能互补视

角》，《管理世界》第 ４ 期。

毛其淋（２０１９）：《人力资本推动中国加工贸易升级了吗？》，《经济研究》第 １ 期。

皮凯蒂·托马斯（２０１４，中译本）：《２１ 世纪资本论》，巴曙松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

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２０１１）：《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状况（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北京：北京

·４４·　期２第年１２０２　∗济经界世

　 　 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大学扩招的证据
􀪇􀪇􀪇􀪇􀪇􀪇􀪇􀪇􀪇􀪇􀪇􀪇􀪇􀪇􀪇􀪇􀪇􀪇􀪇􀪇􀪇􀪇􀪇􀪇􀪇􀪇􀪇􀪇􀪇􀪇􀪇􀪇􀪇􀪇􀪇􀪇􀪇􀪇



大学出版社。

申广军（２０１６）：《“资本－技能互补”假说：理论、验证及其应用》，《经济学（季刊）》第 ４ 期。

宋冬林、王林辉、董直庆（２０１０）：《技能偏向型技术进步存在吗？ ———来自中国的经验证据》，《经济研究》第５ 期。

唐东波（２０１１）：《全球化与劳动收入占比：基于劳资议价能力的分析》，《管理世界》第 ８ 期。

魏下海、董志强、黄玖立（２０１３）：《工会是否改善劳动收入份额？ ———理论分析与来自中国民营企业的经验

证据》，《经济研究》第 ８ 期。

文雁兵、陆雪琴（２０１８）：《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决定机制分析———市场竞争和制度质量的双重视角》，

《经济研究》第 ９ 期。

吴要武、刘倩（２０１４）：《高校扩招对婚姻市场的影响：剩女？ 剩男？》，《经济学（季刊）》第 １ 期。

吴要武、赵泉（２０１０）：《高校扩招与大学毕业生就业》，《经济研究》第 ９ 期。

邢春冰（２０１３）：《教育扩展、迁移与城乡教育差距》，《经济学（季刊）》第 １ 期。

邢春冰、李实（２０１１）：《扩招“大跃进”、教育机会与大学毕业生就业》，《经济学（季刊）》第 ４ 期。

余淼杰、梁中华（２０１４）：《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制造业贸易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管

理世界》第 ７ 期。

岳昌君、周丽萍（２０１７）：《中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趋势分析：２００３－２０１７ 年》，《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 ４ 期。

张莉、李捷瑜、徐现祥（２０１２）：《国际贸易、偏向型技术进步与要素收入分配》，《经济学（季刊）》第 ２ 期。

赵志耘、吕冰洋、郭庆旺、贾俊雪（２００７）：《资本积累与技术进步的动态融合：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典型事

实》，《经济研究》第 １１ 期。

周茂、陆毅、李雨浓（２０１８）：《地区产业升级与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合成工具变量的估计》，《经济研究》第 １１ 期。

周茂、李雨浓、姚星、陆毅（２０１９）：《人力资本扩张与中国城市制造业出口升级：来自高校扩招的证据》，《管理

世界》第 ５ 期。

Ａｎｇｒｉｓｔ， Ｊ􀆰 Ｄ􀆰 ａｎｄ Ｐｉｓｃｈｋｅ， Ｊ􀆰 Ｓ􀆰 Ｍａｓｔｅｒｉｎｇ 􀆳Ｍｅｔｒｉｃｓ： Ｔｈｅ Ｐａｔｈ ｆｒｏｍ Ｃａｕｓｅ ｔｏ Ｅｆｆｅｃｔ􀆰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ＮＪ： Ｐｒｉｎｃｅｔｏｎ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２０１４􀆰

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 Ｄ􀆰 ； Ｍａ， Ｈ􀆰 ａｎｄ Ｎｉｓｈｉｏｋａ， 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ｌａｂｏｒ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Ｓｈａｒｅ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Ｐｉｔｔｓｂｕｒｇ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Ｎｏ􀆰 ５９８１， ２０１６􀆰

Ｂｅｒｋｏｗｉｔｚ， Ｄ􀆰 ； Ｍａ， Ｈ􀆰 ａｎｄ Ｎｉｓｈｉｏｋａ， Ｓ􀆰 “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ｒｏｎ Ｒｉｃｅ Ｂｏｗｌ：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Ｓｔａｔｅ 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７， ９９（４）， ｐｐ􀆰 ７３５－７４７􀆰

Ｂｅｒｎａｒｄ， Ａ􀆰 Ｂ􀆰 ； Ｊｅｎｓｅｎ， Ｊ􀆰 Ｂ􀆰 ； Ｒｅｄｄｉｎｇ， Ｓ􀆰 Ｊ􀆰 ａｎｄ Ｓｃｈｏｔｔ， Ｐ􀆰 Ｋ􀆰 “Ｔｈｅ Ｅｍｐｉｒｉｃｓ ｏｆ Ｆｉｒｍ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 Ａｎｎｕａｌ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４（１）， ｐｐ􀆰 ２８３－３１３􀆰

Ｂｅｒｔｒａｎｄ， Ｍ􀆰 ； Ｄｕｆｌｏ， Ｅ􀆰 ａｎｄ Ｍｕｌｌａｉｎａｔｈａｎ， Ｓ􀆰 “ Ｈｏｗ Ｍｕｃｈ Ｓｈｏｕｌｄ Ｗｅ Ｔｒｕｓ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Ｅｓｔｉ⁃

ｍａｔｅｓ？”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０４，１１９（１）， ｐｐ􀆰 ２４９－２７５􀆰

Ｂｒａｎｄｔ， Ｌ􀆰 ； Ｖａｎ Ｂｉｅｓｅｂｒｏｅｃｋ， Ｊ􀆰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Ｙ􀆰 Ｆ􀆰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ｏｒ Ｃｒｅａｔｉｖｅ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Ｆｉｒｍ⁃ｌｅｖｅｌ 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Ｇｒｏｗｔｈ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２， ９７（２）， ｐｐ􀆰 ３３９－３５１􀆰

Ｃａｉ， Ｈ􀆰 ａｎｄ Ｌｉｕ， Ｑ􀆰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Ｔａｘ Ａｖｏｉｄａｎｃ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Ｆｉｒｍｓ􀆰 ” Ｔｈｅ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０９， １１９（５３７）， ｐｐ􀆰 ７６４－７９５􀆰

Ｃａｉ， Ｘ􀆰 ； Ｌｕ， Ｙ􀆰 ； Ｗｕ， Ｍ􀆰 ａｎｄ Ｙｕ， Ｌ􀆰 “Ｄｏｅ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ｒｉｖｅ ａｗａｙ Ｉｎｂｏｕｎｄ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

·５４·　期２第年１２０２　∗济经界世

张明昂　 施新政　 纪　 珽　 　
􀪇􀪇􀪇􀪇􀪇􀪇􀪇􀪇􀪇􀪇􀪇􀪇􀪇􀪇􀪇􀪇􀪇􀪇􀪇􀪇􀪇􀪇􀪇􀪇􀪇􀪇􀪇􀪇􀪇􀪇􀪇􀪇􀪇􀪇􀪇􀪇􀪇􀪇



ｍｅｎｔ？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６， １２３， ｐｐ􀆰 ７３－８５􀆰

Ｃａｒｎｅｉｒｏ， Ｐ􀆰 ； Ｌｉｕ， Ｋ􀆰 ａｎｄ Ｓａｌｖａｎｅｓ， Ｋ􀆰 Ｇ􀆰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Ｓｋｉｌｌ ａｎｄ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 ＣＥＭＭＡＰ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ＣＷＰ４２ ／ １８， ２０１８􀆰

Ｃａｓｓｉｍａｎ， Ｂ􀆰 ； Ｇｏｌｏｖｋｏ， Ｅ􀆰 ａｎｄ Ｍａｒｔíｎｅｚ⁃Ｒｏｓ， 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０， ２８（４）， ｐｐ􀆰 ３７２－３７６􀆰

Ｃｈｅ， Ｙ􀆰 ａｎｄ Ｚｈａｎｇ， Ｌ􀆰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ｄｏｐ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ｉｒｍ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ｔｅ １９９０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２０１８， １２８（６１４）， ｐｐ􀆰 ２２８２－２３２０􀆰

Ｃｈｅｔｔｙ， Ｒ􀆰 ； Ｌｏｏｎｅｙ， Ａ􀆰 ａｎｄ Ｋｒｏｆｔ， Ｋ􀆰 “Ｓａｌ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ａｘ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ｏｒｙ ａｎｄ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 ２００９， ９９（４）， ｐｐ􀆰 １１４５－１１７７􀆰

Ｃｉｃｃｏｎｅ， Ａ􀆰 ａｎｄ Ｐａｐａｉｏａｎｎｏｕ， 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ｔｈｅ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ｒｏｗｔｈ􀆰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９， ９１（１）， ｐｐ􀆰 ６６－８２􀆰

Ｄｕｆｆｙ， Ｊ􀆰 ； Ｃｈｒｉｓ， Ｐ􀆰 ａｎｄ Ｆｉｄｅｌ， Ｐ􀆰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ｋｉｌ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ａ Ｐａｎｅｌ ｏｆ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０４， ８６（１）， ｐｐ􀆰 ３２７－３４４􀆰

Ｇｒｉｌｉｃｈｅｓ， Ｚ􀆰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ｋｉｌ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１９６９， ｐｐ􀆰 ４６５－４６８􀆰

Ｈｕｌｔｅｎ， Ｃ􀆰 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 Ｗｈｅｎ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

ｖｉｅｗ， １９９２， ８２（４）， ｐｐ􀆰 ９６４－９８０􀆰

Ｋａｒａｂａｒｂｏｕｎｉｓ， Ｌ􀆰 ａｎｄ Ｎｅｉｍａｎ， Ｂ􀆰 “Ｔｈｅ Ｇｌｏｂａｌ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ｒ Ｓｈａｒｅ􀆰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４， １２９（１）， ｐｐ􀆰 ６１－１０３􀆰

Ｋｒｕｓｅｌｌ， Ｐ􀆰 ； Ｏｈａｎｉａｎ， Ｌ􀆰 Ｅ􀆰 ； Ｒｉｏｓ⁃Ｒｕｌｌ， Ｊ􀆰 Ｖ􀆰 ａｎｄ Ｖｉｏｌａｎｔｅ， Ｇ􀆰 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ｋｉｌ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ａｎｄ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

ｔｙ： Ａ 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ｒｉｃａ， ２０００， ６８（５）， ｐｐ􀆰 １０２９－１０５３􀆰

Ｌａｆｏｒｔｕｎｅ， Ｊ􀆰 ； Ｌｅｗｉｓ， Ｅ􀆰 ａｎｄ Ｔｅｓｓａｄａ， Ｊ􀆰 “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Ｍａｃｈｉｎｅｓ： Ａ Ｌｏｏｋ ａｔ ｔｈｅ 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Ｓｋｉｌｌ ｉ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１８６０－１９３０， Ｕｓｉｎｇ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ｃｋｓ􀆰 ” Ｒｅ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２０１９，

１０１（１）， ｐｐ􀆰 ３０－４３􀆰

Ｌｅｖｉｎｓｏｈｎ， Ｊ􀆰 ａｎｄ Ｐｅｔｒｉｎ， Ａ􀆰 “Ｅｓｔｉｍａｔｉｎｇ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Ｕｓｉｎｇ Ｉｎｐｕ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ｆｏｒ Ｕｎｏｂｓｅｒｖａｂｌｅｓ􀆰 ” Ｔｈｅ Ｒｅ⁃

ｖｉｅｗ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２００３， ７０（２）， ｐｐ􀆰 ３１７－３４１􀆰

Ｌｅｗｉｓ， Ｅ􀆰 “ Ｉｍ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 Ｓｋｉｌｌ Ｍｉｘ，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Ｓｋｉｌ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 Ｔｈｅ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１， １２６（２）， ｐｐ􀆰 １０２９－１０６９􀆰

Ｌｉ， Ｌ􀆰 “Ｓｋｉｌｌ⁃ｂｉａｓｅｄ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Ｚｕｒｉｃｈ ｗｏｒｋｉｎｇ

ｐａｐｅｒ， ２０１９􀆰

Ｌｉ， Ｈ􀆰 Ｂ􀆰 ； Ｍａ， Ｙ􀆰 Ｙ􀆰 ； Ｍｅｎｇ， Ｌ􀆰 Ｓ􀆰 ； Ｑｉａｏ， Ｘ􀆰 ａｎｄ Ｓｈｉ， Ｘ􀆰 Ｚ􀆰 “Ｓｋｉｌ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ｔｏ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 Ｃｈｉｎａ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Ｒｅｖｉｅｗ， ２０１７， ４６， ｐｐ􀆰 １０－２６􀆰

Ｌｉｕ， Ｑ􀆰 ａｎｄ Ｌｕ， Ｙ􀆰 “Ｆｉｒｍ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９７（２）， ｐｐ􀆰 ３９２－４０３􀆰

Ｌｕ， Ｙ􀆰 ； Ｔａｏ， Ｚ􀆰 ａｎｄ Ｚｈｕ， Ｌ􀆰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ｉｎｇ ＦＤＩ Ｓｐｉｌｌｏｖｅｒｓ􀆰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７， １０７， ｐｐ􀆰 ７５－９０􀆰

Ｌｕ， Ｙ􀆰 ； Ｗａｎｇ， Ｊ􀆰 ａｎｄ Ｚｈｕ， Ｌ􀆰 “ Ｐｌａｃｅ⁃ｂａｓｅｄ Ｐｏｌｉｃｉｅｓ，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ｇｇｌｏｍｅｒａｔｉｏ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Ｚｏｎ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Ｐｏｌｉｃｙ， ２０１９， １１（３）， ｐｐ􀆰 ３２５－３６０􀆰

·６４·　期２第年１２０２　∗济经界世

　 　 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收入份额：来自中国大学扩招的证据
􀪇􀪇􀪇􀪇􀪇􀪇􀪇􀪇􀪇􀪇􀪇􀪇􀪇􀪇􀪇􀪇􀪇􀪇􀪇􀪇􀪇􀪇􀪇􀪇􀪇􀪇􀪇􀪇􀪇􀪇􀪇􀪇􀪇􀪇􀪇􀪇􀪇􀪇



Ｌｕ， Ｙ􀆰 ａｎｄ Ｙｕ， 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ａｒｋｕｐ 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ＷＴＯ Ａｃｃｅｓｓｉｏｎ􀆰 ” Ａｍｅｒｉ⁃

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７（４）， ｐｐ􀆰 ２２１－２５３􀆰

Ｍｅｌｉｔｚ， Ｍ􀆰 Ｊ􀆰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ｏｎ Ｉｎｔｒａ⁃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Ｒｅ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Ａｇｇｒｅｇａｔ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 Ｅｃｏｎｏｍｅｔ⁃

ｒｉｃａ， ２００３， ７１（６）， ｐｐ􀆰 １６９５－１７２５􀆰

Ｓｏｌｏｗ， Ｒ􀆰 Ｍ􀆰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 ｉｎ Ｋ􀆰 Ｊ􀆰 Ａｒｒｏｗ； Ｓ􀆰 Ｍａｒｌｉｎ ａｎｄ Ｐ􀆰 Ｓｕｐｐｅｓ ｅｄｓ， 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ＣＡ：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６０􀆰

Ｔｏｐａｌｏｖａ， Ｐ􀆰 “Ｆａｃｔｏｒ Ｉｍｍｏ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ｏｎ Ｐｏｖｅｒｔｙ ｆｒｏｍ Ｉｎｄｉａ􀆰 ” Ａ⁃

ｍｅｒｉｃ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Ａｐｐｌｉｅ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０， ２（４）， ｐｐ􀆰 １－４１􀆰

Ｚｈａｎｇ， Ｌ􀆰 ； Ｃｈｅｎ， Ｙ􀆰 ａｎｄ Ｈｅ， Ｚ􀆰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Ｔａｘ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Ｃｈｉｎａ􀆳ｓ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Ｔａｘ Ｒｅｆｏｒｍ􀆰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ａｘ ａｎｄ Ｐｕｂｌｉｃ Ｆｉｎａｎｃｅ， ２０１８， ２５（４）， ｐｐ􀆰 ９１３－９４５􀆰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ｃｃｕｍ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Ｚｈａｎｇ Ｍｉｎｇ⁃ａｎｇ； Ｓｈｉ Ｘｉｎｚｈｅｎｇ； Ｊｉ Ｔ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ｉｓ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

ｔｉｏｎ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ａ ｎｅｗ 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ｏｆ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ｄ ｈｉｇｈｌｙ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ｒｅｓｕｌ⁃

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ｉｓ ｅｘｐｌｏｉｔｅｄ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ｔｈｅ ｃａｕｓ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ｓｕｐｐｌ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ａｄ⁃

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ａｄｍｉｓｓｉｏｎ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ｓ 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ｐｐｌｙ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ｙ ｓｋｉｌｌｅｄ ｌａｂｏｕｒ ｂｒｏｕｇｈｔ ａｂｏｕｔ ｂｙ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ｎｒｏｌｍｅｎｔ ｅｘ⁃

ｐａｎｓｉｏ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Ａ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ｉ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ｄ ｕｓｉｎｇ ａ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ｍｏｄｅｌ ｗｉｔｈ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ｋｉｌｌ ｃｏ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ｏｎ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ｉｓ ｅｍ⁃

ｐｉｒｉｃａｌｌｙ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ｎｒｏｌｍｅｎ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ｆｉｘｅｄ ａｓｓｅ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ｉｍｐｏｒｔ，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ｗｉｔｈ ｌａｂｏｕｒ， ａｎｄ ａ ｒｅ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ｋｉｌｌ ｐｒｅｍｉｕｍｓ．

Ｔｈｅ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ｔｈ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ｎｒｏｌｍｅｎ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ｎ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ｉｓ ａｌｓｏ ｍｏｒｅ 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 ｉｎ

ｌｏ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ｎｇ⁃ｃｏｎｓｔｒａｉ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ａｒｅａｓ ｗｈｅ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ｓ ｏｆ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ｏｏｄｓ ｈａ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ｄ ｈｉｇｈｅｒ ｇｒｏｗｔｈ，

ｎｏｎ⁃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ｗｉｔｈ ｈｉｇｈｅｒ ｌａｂｏｕｒ ｉｎｔｅｎｓ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ｘｐｏｒｔｉｎｇ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ａｂｏｒ ｉｎｃｏｍｅ ｓｈａｒｅ， ｈｕｍａ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ｅｎｒｏｌｌｍｅｎｔ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ｃａｐｉｔａｌ⁃ｓｋｉｌｌ ｃｏｍ⁃

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ｉｔｙ

ＪＥＬ ｃｏｄｅｓ： Ｄ３３， Ｊ２４， Ｏ３３

（截稿：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责任编辑：王　 徽）

·７４·　期２第年１２０２　∗济经界世

张明昂　 施新政　 纪　 珽　 　
􀪇􀪇􀪇􀪇􀪇􀪇􀪇􀪇􀪇􀪇􀪇􀪇􀪇􀪇􀪇􀪇􀪇􀪇􀪇􀪇􀪇􀪇􀪇􀪇􀪇􀪇􀪇􀪇􀪇􀪇􀪇􀪇􀪇􀪇􀪇􀪇􀪇􀪇


